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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中国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研究

刘书畅 1,2，叶艳妹 1,2，李林林 1,2，肖 武 1,2

（1.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 310058；2. 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58）

摘要：建设用地高效利用是促进城镇高质量增长的有效方式之一。借助 2009—2016年 30个

省级单元面板数据，构建了用于城镇建设用地效率测度的“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并对效率水

平与建设用地投入、污染水平等展开关联比较。结果表明：（1）非期望产出会导致城镇建设用

地利用效率损失，研究期内其分别造成东、中、西部效率损失 3.77%、7.74%、8.77%。（2）效率分

布具有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性，东部总体水平最高，而西部最低；且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后，不同地

区效率值会因污染排放程度的差异而呈现更大分异。（3）高投入、高产出并不一定带来高土地

利用效率，较高的污染排放也会造成效率损失。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未来建设用地效率改进

的重点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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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有力支撑了城镇化建设进程[1]。2018年，中国人口

城镇化率为 59.58%，这比 20世纪 90年代初提高了一倍多，社会经济建设的成效显著。

但这一过程中的资源环境成本也不容忽视[2,3]，经济、人口增长与土地利用的不协调依然

突出[4]。据统计，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在2000—2016年约增加2.8倍，显著快于人口增速。

过度、无序的城镇土地开发不仅侵占了大量的农地和生态空间，而且导致了土地的低效

粗放利用[5]。随着社会经济增长不断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的综合

效率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增长、平衡发展与保护问题的关键。

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是指在一定技术条件下，通过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与治理结

构，以保障生产发展和生态改善的能力，除了追求经济产出，还重视生态效益，强调土

地利用过程的开发与保护并重，即在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同时，减少生态干扰并

实现环境优化。有学者从单一指标出发，用土地经济产出率来表征土地利用效率[6,7]。随

着对环境问题的逐渐重视，有关研究视角也逐渐由单纯注重经济效率转向考虑生态环境

影响，并尝试将工业污染作为环境负产出纳入测度模型[8,9]。在测度方法上，基于投入—

产出原理，多采用综合评价体系[10]、DEA模型[11]和SBM模型[12]。为体现土地利用负外部

性影响，多采用SE-DEA模型[13]和方向距离函数[14]等非参数方法。Battese等[15]逐步发展了

适用于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模型（SFA），相比于其他非参数方法，SFA将复合误差中的

随机因素单独分离，弥补了非参数方法中将由于随机因素导致的与最优状态的偏离被计

算为无效率的不足。随机前沿分析也逐渐被用于土地利用效率评价[16,17]，并采用“两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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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估计策略对效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两步法”估计由于两个阶段分别估计时的

假设条件不同，从而存在模型内部冲突问题，进而容易造成模型偏误[18]。

通过梳理文献可知，当前既有研究成果丰富，且在土地利用效率测度中逐渐关注到

非期望产出的影响。现有研究集中于非参数方法，通过线性规划模型来测度研究样本地

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值，但该方法不能剔除不可控的随机因素对效率的影响，且无法检验

变量的显著性状况。随机前沿模型则解决了以上问题，但是其目前在土地利用效率评价

中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改进，既有研究在效率测度时未控制外生因素干扰，“两步法”估

计也会由于在两个估计阶段基本假定的不同而出现冲突。为此，本文采用能够避免模型

内部冲突的“一步法”随机前沿模型，通过构建技术无效率函数，在测度时控制了无效

率的影响因素，以期准确揭示效率的地区差异及未来改进重点。

1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Aigner等[19]与Meeusen等[20]于同时期在不同研究中提出了SFA模型，该方法通过评价

系统内各单元总体的投入产出状况确定生产前沿面，以实际产出与最佳产出之比反映技

术效率，并以此表征既定的条件下，实现最优生产的能力。按照随机前沿理论，生产主

体仍要在成本收益约束下，通过不断调整生产以保证生产过程的产出最大和利润最优。

但是受到各种条件影响，现实中很难保证投入产出的最优化，生产主体在实际中往往会

偏离最优生产状态，从而导致非效率。传统微观经济学认为，不可控制的随机因子是导

致其与最优状态偏离的唯一因素[18]，但随机前沿理论认为，现实中人为失误、劳动力素

质等因素也是造成技术无效的重要成因，并将此计算为技术无效率。

以城镇建设用地利用为例，城镇实际发展中也很难保证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能够以

最少的投入保障最优产出，可以采用随机前沿分析理论来探索城镇建设用地利用的投入

产出过程。如图1所示，假设F1是土地利用投入产出的前沿边界，技术条件一定下，投

入程度为C1，实际产出为q1，未达到最优状态，存在生产无效现象（A点，u≠0）。当不

断提高技术利用水平，达到生产完全有效时（u=0），此时由于不可控制的随机因素影

响，仍会导致其偏离前沿面。如图中处于投入产出最优状态的B点，位于前沿面之下，

这是由于随机因素对效率具有负面影

响（即v<0）；同理，如果随机因素影

响为正（即v>0），则会导致土地利用

过程的实际产出高于前沿面。随机前

沿分析通过将随机因素与无效率项分

离，在效率测算时剔除了随机因素影

响，因此当土地利用投入产出达到完

全有效时，实际产出将处于生产前沿

面上。C1A与C1B的比值可用来表示

技术效率，效率值介于0~1之间。

当调整土地利用投入过程，投入

水平扩大到C2时，土地利用产出增加

至 q2，假定已剔除随机因素的影响，

图1 基于随机前沿理论的城镇建设用

地利用效率分析

Fig. 1 Analysis of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based on stochastic

frontie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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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实中技术条件与技术利用能力不变，此时土地利用投入产出的技术效率并未发生

变化。假定技术条件不变，则前沿面仍为F1，逐步提高技术利用水平以促进生产，在C2

投入水平下，产出增加至q3，此时土地利用的实际产出与技术有效时的产出之间的差距

缩小（∆φ3<∆φ2）。此外，如果出现技术进步，前沿面提升至F2，但如果实际技术应用能

力变化不大（假设仍位于D点），则此时土地的现实产出与生产有效时的最优产出的距离

进一步拉大，城镇建设用地效率反而出现下降；如果技术进步的同时技术应用能力也得

以大幅提升（假设达到E点），那么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才会得到提高。可知，扩大土

地利用投入能否带来产出增长，要取决于城镇发展中实际的技术利用能力，而通过扩大

投入是否能够促进城镇建设用地效率提升，则又取决于二者的净效应。本文测得的效率

值即为二者变化后的净效率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测度模型

SFA 模型可以采取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和超效率函数两种形式，前者函数形式简

洁，后者虽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函数形式误设，但容易造成共线性问题[21]。因此，本文

选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构建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测度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模型，同时为更加准确地反映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水平，采用集约化的生产函数，模型一

般形式为[15]：

Yit = F ( )Xit, t ; β exp( )Vit -Uit （1）

式中：Yit表示地均产出；F( · )表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Xit为投入要素向量； t 为时间变

量； β 为待估系数向量。Vit ~N ( )0, σ 2
V ，服从标准正态分布，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误差

项，用来表示人为不可控的灾害、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Uit ~N +( )mit, σ
2
U ，为技术无效程

度，假定其服从非负正态分布。当Uit=0时，说明此时土地利用的现实产出与生产前沿面

的距离为 0，处于完全有效的状态；否则，Uit越大，说明偏离前沿边界越远，效率水平

也就越低。

采用地均非农经济增加值反映土地利用的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使用污染和能源消

耗碳排放近似表征。投入指标主要选取地均资本存量和地均劳动力人数。为适应模型单

一产出要求，对非期望产出进入模型的形式加以变化。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反映区域

环境污染水平，并将其作为非期望产出在总产出中予以剔除。有研究也表明，使用污染

治理投资以近似表征污染产出是有效的[22]。另外，参考陈诗一[23]的处理方法，将碳排放

非期望产出视为投入变量，表征经济发展通过消耗生态环境资本来增加社会经济效益。

模型对数形式如下：

ln( )yit -wit = β0 + β1 ln Lit + β2 ln Kit + β3 ln Cit + β4t + vit - uit （2）

式中： yit 为地均非农产业增加值（万元/km2）； wit 为地均工业污染投资额；Lit、Kit、Cit分

别表示地均劳动力数量（人/km2）、地均资本存量（万元/km2）、地均碳排放量（t/km2）；

β0、β1、β2、β3、β4为弹性系数；vit、uit分别为随机误差项、无效率项。

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LUE）可以表示为 t 时期城镇建设用地利用实际产出的期

望值与技术完全有效（Uit=0）下产出期望值之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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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Eit =
E( )|Yit Uit, Xit

E( )|Yit Uit = 0, Xit

= exp( )-Uit （3）

技术无效率项不仅仅与时间趋势相关，其还是由一系列不进入生产函数但对效率产

生影响的外生变量构成的函数，因此在效率估计时需要控制这些变量对效率估算的影

响，函数形式如下[24]：

mit = δ0 +∑δk Zitk + εit （4）

式中： Zitk 为影响技术无效的变量； δ0 、 δk 为相应参数；mit为技术无效项中值；εit为随

机项。

本文选择区域污染强度来控制并检验环境对效率的效应。另外，由于一个地区效率

值的高低还会受到当地技术水平、基础设施禀赋以及政策的影响[25-27]，为避免模型回归偏

误，另选择技术市场成熟度、交通设施水平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构

建技术无效率函数模型。为保证指标可比性，污染强度使用每单位产值污染物释放量来

表征[28]。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的视角，非期望产出的增加必然导致土地利用

综合效益的降低并增加企业的治污成本，进而对土地利用的投入产出效率产生影响[29]。

由于不同类别的污染物不具有相加性，所以采用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量对其进行反映。

本文考察的是地区总体污染强度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此采用熵权法将单位产值的

废水、SO2、CO2、烟（粉）尘释放量构建为一个综合指数。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

的比例来反映技术市场成熟度，其考察的是地区实际技术利用与转化能力对土地利用效

率的影响。技术研发活动是推动地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

不仅能提高土地资源本身的利用率，还能够有效提高其产出水平[14]。交通设施条件的改

善可以加强地区间经贸交流，发挥技术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推动资源要素向交通优势明

显的区域集聚[30]。但交通设施建设会在短期内占用大量投资[31]，并推动城市土地的快速

扩张，也可能对土地利用效率带来消极影响。本文采用公路和铁路密度的几何均值表征

交通设施水平[32]。财政收支压力采用财政支出与收入的比率表示[33]，其考察的是现有财

政压力下土地供应策略的调整对效率产生的影响[34]。

最后，采用广义似然比来检验SFA模型的适用性，LR统计量为：

LR = -2[ ]L( )ω0 - L( )ω1 （5）

式中： LR~χ 2
1 - α( )K ，服从混合卡方分布， K 为自由度， α为显著水平； L( )ω0 为受约束

限制的对数似然函数值； L( )ω1 为无约束下对数似然函数值。

2.2 熵权TOPSIS模型

熵权TOPSIS模型改进了传统TOPSIS模型在指标确权时的主观性问题，采用信息熵

法则，通过各方案与理想值的接近度来确定其位序。本文采用该方法对土地利用投入、

污染排放程度各分指标进行综合，主要计算方法如下[35]。

（1）建立判断矩阵

假设有m个评价单元，n个评价指标，则判断矩阵X为：

X = ( )xij
m × n

,  ( )i = 1, 2, …, m ; j = 1, 2, …, n （6）

（2）初始数据标准化

采用极值法对初始数据无量纲处理，得到判断矩阵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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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 )qij
m × n

,  ( )i = 1, 2, …, m ; j = 1, 2, …, n （7）

（3）确定指标权重

首先计算得到n个指标的信息熵Hj，并据此确定指标权重wj。

Hj = - 1
ln m∑i = 1

m

Pijln Pij （8）

Pij = qij ∑
i = 1

m

qij （9）

wj = ( )1 -Hj ∑
j = 1

n

( )1 -Hj （10）

（4）计算最优解与最劣解

计算加权判断矩阵：

R = wjQ = ( )rij
m × n

（11）

确定最优解 r +
j 与最劣解 r-

j ：

r +
j = max( )r1j, r2j, …, rmj （12）

r-
j = min( )r1j, r2j, …, rmj （13）

计算欧式距离：

sd +
i = ∑

j = 1

n

( )r +
j - rij

2
（14）

sd -
i = ∑

j = 1

n

( )r-
j - rij

2
（15）

（5）计算综合指数

根据以上结果，计算评价对象的综合指数Di。

Di = sd -
i ( )sd +

i + sd -
i （16）

2.3 变量与数据来源

采用 2009—2016 年中国 30 个省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

台），其中投入、产出和污染物排放量、能源消耗量、公路与铁路长度等主要来自CEIC

数据库，研究期内的城镇建设用地数据来源于第二次土地变更调查汇总资料。

期望产出采用以2009年为基期的不变价非农产值，劳动力投入使用各地区第二、三

产业就业人数。采取永续盘存法估算各地区资本存量，在张军等[36]的研究基础上，据此方

法计算至2016年，最后以2009年为基期统一调整为可比价值。由于统计资料缺少CO2排

放数据，因此采用17种能源的终端消

费量对其估算[37]。各变量选择见表1。

3 结果分析

3.1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

利用Frontier 4.1程序，运行得到

SFA模型估计结果（表 2）。模型 1为

表1 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投入产出指标

Table 1 Input and output indicators for urban land use

变量类型

投入要素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指标名称

地均劳动力数量

地均资本存量

地均非农经济产值

地均工业污染投资

地均碳排放量

代码

L

K

y

w

C

单位

人/km2

万元/km2

万元/km2

万元/km2

t/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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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非期望产出的SFA模型结果，模型2为未纳入非期望产出的传统效率测度模型估计

结果。

比较模型1和模型2可知，各变量参数的估计值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变量系数大都通

过了 1%水平的统计检验。σ2均显著为正，γ值分别为 0.8177、0.9693，且均通过了 1%显

著水平上的 t检验。进而采用似然比判断本文设定的时变 SFA模型合理性，零假设H0：

技术无效率不具有时变性，两种模型的似然比统计量LR分别为61.089、17.802，均显著

拒绝了时不变SFA的假设，因此采用时变SFA模型是合适的。检验无效性是否存在，零

假设 H0： γ=0，结果表明，模型 1 和模型 2 的似然比统计量 LR 分别为 341.4215 和

383.0771，在 1%水平上拒绝不存在生产无效的假定。此外，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均小于10，说明共线性影响较弱。

技术无效率函数结果显示，污染强度变量与技术无效Uit存在正向关系，这说明其对

效率提升起到抑制效应，纳入非期望产出以后污染因素对效率改善的抑制作用更强（模

型2中污染强度的系数值更大）。这也反映了为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加强污染治

理和降低污染强度是效率改善的有效途径。另外，技术水平和财政收支平衡能力变量回

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其对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有着促进作用。而交通设施条

件（pfa）却对建设用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在短期内其对土地利用效率改

善的推动作用未能发挥，反而会因交通设施建设占用更多的建设用地而导致其在短期内

对土地利用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3.2 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测度结果

3.2.1 非期望产出会造成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损失

由表3得出，整体而言，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效率值均低于传统建设用地效率值，这说

表2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2 Estimation results of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变量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常数项

lnL

lnK

lnC

t

无效率函数

常数项

地区污染程度

技术水平

基础设施条件

财政分权

σ2

γ

对数似然函数值

模型1

系数

1.291***

0.297***

0.624***

-0.002

0.906***

0.112**

-5.522***

0.035**

-0.908***

0.008***

0.818***

245.817

标准误

0.318

0.020

0.028

0.004

0.037

0.045

0.903

0.014

0.054

0.001

0.117

t检验值

4.064

15.026

22.382

-0.691

24.787

2.524

-6.118

2.560

-16.818

10.639

7.002

模型2

系数

1.614***

0.281***

0.517***

0.114***

0.007

0.977***

0.221***

-5.558***

0.042***

-0.982***

0.007***

0.969***

273.840

标准误

0.252

0.031

0.028

0.016

0.019

0.046

0.069

0.764

0.012

0.062

0.001

0.103

t检验值

6.414

9.113

18.568

6.958

0.380

21.344

3.205

-7.272

3.639

-15.829

7.318

9.411

注：**、***分别表示在5%、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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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纳入非期望产出将会带来效率下降，如果忽略了其影响，将会高估建设用地效率的实际

状况。在全国层面，研究时段内纳入非期望产出的平均效率值为0.597，而传统建设用地

效率为0.638，约比前者高0.041，说明非期望产出在全国层面平均带来6.33%的效率损失。

区域层面上，中、西部省市遭受了更大的效率损失。从绝对差距来看，研究期间

东、中、西部传统效率值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效率值差距分别为 0.029、0.045、0.049。

在差异程度上，东、中、西部传统效率值比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效率值分别高 3.92%、

8.39%、9.61%，可见，中部和西部地区两种效率的差距要大于东部地区，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污染排放问题在中西部更加突出。经计算，研究期内东、中、西三大区域的

整体污染强度分别为0.156、0.250、0.409，中部、西部的污染排放强度显著较高。进而

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对效率产生的消极影响下，中部和西部地区由于较高的污染而产生了

更大程度的效率损失。

3.2.2 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整体不高

研究期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除部分年份有所波动外，总体上不断提高，

说明在近年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虽然建设用地总量不断攀升，但其整体效率状况有所

改善。然而，无论是否纳入非期望产出，全国城镇建设用地效率值均不超过0.65，表明土

地利用产出距离最佳前沿面之间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效率水平依然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3.2.3 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省际差异显著

分区域来看，东部区域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最高，中部区域次之，西部区域效率

水平最低，并且两种效率值由东至西递减的总体格局基本不变。此外，三大区域效率水

平的差距有扩大趋势，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效率水平分析，2009年东部与中部、东部与

西部的差距分别为0.188、0.217，2016年则分别增加到0.216、0.232。

在省际层面上，图2展示了各省（市、自治区）传统土地利用效率与包含非期望产

出的效率均值的对比情况。各省（市、自治区）从左到右按照东、中、西部顺序排列，

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值东西方向上高低变化分明，北京、上海、广

东的土地利用效率值均大于 0.9，而青海、宁夏等西部省（自治区）的效率值普遍小于

0.5。其中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两种效率值较为接近，这表明在考虑了非期望产出的负

向影响后，这些地区由于污染排放强度相对较低，使得其效率值不会因非期望产出的纳

表3 中国及各区域包含与不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Table 3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with and without undesirable outputs in China and its three main regions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传统土地利用效率值

平均值

全国

0.620

0.630

0.639

0.645

0.645

0.642

0.639

0.640

东部

0.742

0.756

0.762

0.765

0.765

0.766

0.767

0.772

中部

0.563

0.572

0.583

0.587

0.587

0.585

0.582

0.583

西部

0.539

0.547

0.558

0.568

0.566

0.559

0.554

0.551

变异系数

全国

0.213

0.211

0.209

0.211

0.216

0.224

0.231

0.237

东部

0.188

0.180

0.182

0.188

0.194

0.197

0.199

0.199

中部

0.058

0.055

0.057

0.057

0.062

0.065

0.074

0.078

西部

0.113

0.119

0.124

0.140

0.144

0.159

0.171

0.185

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土地利用效率值

平均值

全国

0.578

0.591

0.599

0.605

0.607

0.601

0.605

0.592

东部

0.708

0.725

0.733

0.737

0.741

0.739

0.747

0.735

中部

0.520

0.532

0.541

0.545

0.545

0.538

0.543

0.518

西部

0.491

0.499

0.508

0.517

0.517

0.509

0.507

0.503

变异系数

全国

0.239

0.242

0.243

0.247

0.256

0.263

0.270

0.278

东部

0.207

0.208

0.214

0.222

0.228

0.230

0.229

0.231

中部

0.050

0.049

0.049

0.049

0.063

0.059

0.076

0.086

西部

0.118

0.124

0.127

0.152

0.165

0.179

0.193

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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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而造成较大损失。而青海、新疆等地两种效率值的差距很大，说明这些地区由于污染

排放而造成了更大的效率损失。另外，变异系数的计算结果表明，相比于传统效率值，

纳入非期望产出影响后效率值的变异更大，这反映出在纳入非期望产出影响后，不同地

区会因污染程度的差别而导致建设用地效率呈现出更大差别。

3.3 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空间关联特征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结果分析

借助Geoda软件测算纳入非期望产出的建设用地效率的全局Moran's I指数。由表4可

知，各年度全局Moran's I值全部大于0，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相近效率值的空间邻接

效应明显，即城镇建设用地效率水平大致相近的地区空间位置上趋向集聚，高效率水平的

区域与高效率水平的区域趋向邻近，或者多个低效率水平的区域趋向邻近。总体而言，城

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空间集聚程度

先不断减弱、后逐渐增强，整体上趋

于强化。这表现在2009—2012年全局

Moran's I 值逐渐减小（从 0.446 减小

至 0.355）， 2012—2016 年全局 Mo-

ran's I 值不断增大 （从 0.355 增大至

0.481）。研究期间，全局Moran's I值

虽波动变化，但均大于 0.35，这反映

出各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之间

存在较为稳定的空间关联。

3.3.2 局域空间自相关结果

为探索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在

局域上的关联特征，进一步绘制2009年、2013年、2016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Moran's I

散点图（图 3），将空间相关类型划分为高高值（H-H）、低高值（L-H）、低低值（L-

L）、高低值（H-L）四种。整体上，城镇建设用地效率的局部关联类型以H-H和L-L的

正向关联为主，其中H-H类型地区全部为东部省市，中西部是L-L类型的集中地区，L-H

和H-L类型主要分布在东部与中部交界地区。随着时间变化，H-H类型地区保持稳定，

L-L类型仍重点分布在中西部，H-L类型数量略有增加，且中西部部分地区逐渐向该类型

图2 各地区传统土地利用效率与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建设用地效率均值

Fig. 2 Mean value of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with and without undesirable

output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表4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全局Moran's I指数

Table 4 The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China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Moran's I

0.446

0.424

0.387

0.355

0.369

0.383

0.383

0.481

Z-Score

2.981

2.841

2.590

2.487

2.337

2.463

2.535

3.125

P-Value

0.005

0.008

0.008

0.014

0.020

0.014

0.011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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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这一结果表明当前各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存在较大的局部分异。湖北、重

庆、陕西等地逐渐从L-L关联变化为H-L关联，中西部效率水平低值连片的格局逐步得

以改观。虽然东部地区总体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较高，但区域内部差异依然较大，如辽

宁、海南等地，与同区域其他省（市、自治区）效率水平存在显著差距。此外，地区间

扩散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河北在研究期间均处于L-H关联，虽然其与北京、天

津地理上邻近，但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明显偏低。

3.4 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要素投入、产出关联分析

将建设用地利用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产出水平、污染排放程度等进行叠加分析，以

进一步分析效率差异的内在原因。期望产出采用每平方公里土地的非农增加值表征；土

地利用投入主要使用地均劳动力和地均资本存量，并利用熵权TOPSIS法将其构建为一个

综合指数，表示土地利用综合投入水平；土地利用的非期望产出采用地均废水、地均

SO2、地均CO2和地均烟（粉）尘释放量来表征，同样地，使用熵权TOPSIS法将这四个

指标综合为一个指标。采用K-均值聚类法将建设用地利用投入、产出和污染排放综合指

标划分为低、中、高三种类型（表5）。分析可知：

（1）低投入、低产出、低污染与低投入、低产出、中污染类型地区建设用地效率值

均比较低。低投入、低产出、低污染类型地区土地利用投入水平不高，同时土地利用产

出也处于低下水平，虽然能够实现较少的污染排放，但在共同前沿面下，土地利用的实

际产出仍与最优状态存在很大偏离，因此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较低。而低投入、低产出、

中污染类型地区不仅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水平低，而且存在较高的污染排放，进一步造成

效率损失。随着经济发展，部分地区逐渐由低投入向中高投入水平转变，但土地利用产

出依然较低，其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反而下降，如黑龙江、宁夏等。

（2）高投入水平并不一定能带来较高的产出效益，高投入、中产出以及中投入、低

产出是导致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偏低的关键原因之一。这类地区土地利用投入水平相

对较高，但由于技术条件和资源配置效率相对低下等因素，导致土地利用产出与最优产

出之间的差距较大，从而造成低效率。研究期内，该类地区数量总体有所减少，且主要

分布在中西部区域，如安徽、湖南、甘肃、青海等。

（3）高投入、高产出并不一定能带来高土地利用效率，较高的污染排放程度会造成更

图3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Moran's I散点图

Fig. 3 Moran's I scatter plot of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China

1276



5期 刘书畅 等：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的中国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研究

大的效率损失。东部是高投入、高产出类型集中区域，如北京、天津等地，这些地区城镇

发展相对较快，建设用地投入水平高，技术条件相对优越，能够实现较高的土地利用产

出。但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并不一定处于高水平，如东部的江苏、福建等地，虽然也实现了

高投入、高产出，但却因污染强度在同区域处在较高水平而导致其效率值相对偏低。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理论，采用“一步法”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 2009—

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的城镇建设用地利用

表5 各地区建设用地要素投入、产出效益与污染排放关联类型

Table 5 Correlation types of input-output and pollution emissions of urban land use in 30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of China

地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2009年

投入产出类型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高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高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效率值

0.947

0.752

0.534

0.521

0.630

0.588

0.506

0.553

0.886

0.721

0.717

0.476

0.661

0.497

0.636

0.511

0.549

0.548

0.883

0.484

0.459

0.549

0.488

0.493

0.455

0.534

0.473

0.421

0.439

0.435

2013年

投入产出类型

高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高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高投入、高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高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高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效率值

0.990

0.774

0.530

0.519

0.591

0.601

0.526

0.555

0.984

0.778

0.761

0.516

0.699

0.536

0.678

0.510

0.601

0.601

0.917

0.479

0.440

0.665

0.568

0.517

0.447

0.649

0.499

0.414

0.432

0.426

2016年

投入产出类型

高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高产出、中污染

高投入、高产出、中污染

高投入、高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高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高投入、高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高投入、中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中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中投入、低产出、中污染

低投入、低产出、低污染

效率值

0.994

0.820

0.536

0.486

0.609

0.591

0.498

0.527

0.983

0.646

0.797

0.528

0.696

0.564

0.715

0.461

0.604

0.480

0.870

0.483

0.435

0.687

0.591

0.489

0.428

0.640

0.459

0.370

0.378

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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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进行了测度，并构建技术无效率函数，在效率测算时控制了污染等因素的影响，使

效率测度更加准确。另外估计了未纳入环境影响的SFA模型，并比较两种效率水平差异

及其区域分异。研究结论如下：

（1）非期望产出对各省（市、自治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效率损失。非期望产出在

全国层面导致效率平均损失了6.33%，对东、中、西部则分别造成3.77%、7.74%、8.77%

的效率损失，忽略环境负效应影响将会高估各地区的现实效率状况。技术无效率函数结

果也显示，效率水平的提升要受到污染强度的制约。

（2） 2009—2016年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保持整体提升态势，但研究期内效率

均值仅为0.597，仍处于中等水平，城镇土地利用的实际产出与前沿面之间仍存在较大距

离。效率水平的区域空间格局基本稳定，东部效率水平总体最高，西部效率水平最低。

在纳入非期望产出影响后，效率水平的整体区域格局保持不变，但却由于污染排放强度

的不同而表现出更大差异。

（3）各区域的实际效率水平具有明显的的空间集聚特性。效率的低值连片区域主要

位于中西部，但近年来中西部效率水平低值集聚的格局逐步得以改观。东部是效率高值

集中区，虽然其总体效率水平较高，但区域内部差异仍然比较大，尚未形成区域协同联

动变化格局，较发达地区的正向溢出效应仍有待进一步释放。

（4）采用熵权TOPSIS模型、K-均值聚类法将建设用地投入、产出、污染排放综合

指标划分为低、中、高三种类型，对城镇建设用地效率与要素投入、产出关联比较。分

析发现，高投入水平并不一定能带来较高的产出效益，高投入、中产出以及中投入、低

产出是导致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偏低的关键原因之一。高投入、高产出并不一定能带

来高土地利用效率，较高的污染排放程度会造成更大的效率损失。

实现土地利用促进经济增长与生态水平的双向提升是实现城镇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未来应进一步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效率改进措施：（1）有效降低建设用地开发利用过

程的负外部性。对于效率水平整体较高的东部省市，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发展低碳经

济是保障效率层次提升的关键途径。中西部省（市、自治区）不仅是全国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水平提升的关键，同时也是未来加强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未来应严守企业准入标

准，以生态良好助推综合效率提升。（2）促进区域工业企业技术升级与转型，增强建设

用地产出水平。规划有序地推进地区高耗地、低附加值工业企业的“退二进三”，分类淘

汰高污染型产业，并实施低效建设用地的整治与再开发，改善其综合产出现状。（3）加

大对地区科研与应用研究支持力度。技术无效率函数结果表明，技术市场成熟度的改善

显著有利于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则起到明显的抑制效应。

这说明未来各地区应重视科技创新对地区发展的驱动效应，促进技术在实际生产中的应

用和转化。尤其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应提高科技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适度放缓

基础设施投资进度，逐步缓解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SFA模型能够将随机误差与无效率项分离，并能通过技术无效率函数控制其他变量

对效率估计的影响，是生产效率测度的有效方法。囿于数据限制，本文主要在考虑碳排

放和废水、SO2、烟（粉）尘污染物的影响下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进行测度，虽然也能够

反映出各地区污染排放的总体水平，但后续仍可考虑纳入其他污染要素的影响。此外，

本文所考察的是在宏观技术条件和实际技术利用能力变化后的净效率值，并未能分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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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在效率变化中的贡献度。后续相关研究仍可以此为突破点，对技术效率变化进行更

为精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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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China based on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

LIU Shu-chang1,2, YE Yan-mei1,2, LI Lin-lin1,2, XIAO Wu1,2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Land Academy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urban lan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 Tak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ial-levels in China

during 2009- 2016 as samples, a "one- stage"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The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efficiency level,

inputs, and pollution emission during land use in various regions of China are further analyzed.

Results show that: (1) Undesirable output results in a loss of land use efficiency.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undesirable output causes 3.77% , 7.74% , and 8.77% declines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respectively. (2)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shows a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 The average efficiency level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highest, while that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the lowest. The difference among various regions becomes greater

when undesirable output is considered. (3) High input- output level does not necessarily

guarantee high efficiency level. A higher pollution emission intensity may cause a greater

efficiency loss. The research results help to reveal the focus and direc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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